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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的设立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
后大举西进，直逼南京。为保护
本国国民，各国使馆在8月中旬
即开始撤侨，但其中有23人拒绝
了本国政府的救援而毅然留在南
京。这些人主要以教师、传教士、
医生为主，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
多年并以“老市民”自居，对这座
城市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随着战争的一步步迫近，留
守南京的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其中
危险，但心中的道德感最终战胜
了恐惧。如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办
事处主任、后任“南京安全区”国
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在日记里说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离开
吗？我可以离开吗？我不能！富
人们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穷人，他
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非常
多。我决定我要帮助他们。如果
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是在说
谎。……我也不想为了公司或个
人的财产而拿我的生命冒险，但
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正直
的汉堡商人，我至今都无法逾越
它。”

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美国医
生威尔逊也在家信中说：“如果美
国人离开，医院将会被迫关闭。
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抓
住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战
争爆发时，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
与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后来他冲
破重重封锁只身回到南京。与他
们一起坚守的，还有牧师米尔斯、
马吉、费吴生，金陵大学教授史迈
士、里格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
院长魏特琳，鼓楼医院代院长特
里默，德国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据曾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
事的杭立武先生回忆，当时为解

决南京战事爆发后的难民问题，
其约集了在南京的一二十外国
人，准备按上海设立“难民区”的
先例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以对可能的难民实施人道主
义救援。贝德士、马吉等人对此
表示同意，最后由拉贝出任委员
会主席，总干事一职最初由杭立
武担任，但后者因为要护送文物
西迁而改由贝德士继任，总稽查
由马吉牧师兼任。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
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及金陵
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
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
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
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至中山
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
至西康路，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
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
收容所。与此同时，委员会又在

“安全区”内发起成立了“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由马吉牧师
任主席，魏特琳、威尔逊等人为委
员，两会密切合作，以尽可能地救
助战争中的伤病员。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
立后，中国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
南京市长马超俊下令将3万担大
米、1万担面粉及一些食盐拨给

“安全区”，同时还提供10万元现
金及450名警察以维持秩序。此
外，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将宁
海路5号私宅提供给国际委员会
作总办公处，首都卫戌司令长官
唐生智也应国际委员会要求拆除
了“安全区”范围内的军事设施，
并于12月7日下令所有军队一律
撤离“安全区”。

对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和呼
吁，日方的表现骄横而傲慢。最
初，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
的无线电台将设立“安全区”的建

议发往驻上海日军当局，但后者
不予回应。之后，国际委员会通
过在上海创设难民区的法国神父
饶家驹将“南京安全区”的地图交
给日方司令官，对方先是自称“知
道了”；后又冷淡地表示，“难民区
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
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难民营”里的求生

1937年12月9日晚，就在南
京即将城破之时，国际委员会向
报界发送专稿，呼吁居民在空袭
与炮击时尽可能进入防空洞或地
下室；而且，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
方是绝对安全的，“日本人从来没
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
行炮击或轰炸”，“日本人仅仅保
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
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
全区。”最末，国际委员会公布了
救护电话及火情电话，以备不时
之需。

从12月初开始，一些家园被
毁的市民即开始涌入“安全区”内
的收容所；随着南京保卫战的一
步步失利，成倍成倍的难民们更
是像潮水一般涌入“安全区”，最
初的收容所不敷使用，多数房间
要挤上二三十个人，彼此才能挤
挤挨挨地躺下来。南京沦陷后，
更多的市民在日军的淫威暴行下
匆忙避入“安全区”，这时不要说
收容所，就算露天操场也都挤满
了难民。据记载，“安全区”的空

地及马路上建起了数千个芦苇棚
子，“整个难民区其实已成为芦席
棚的世界”。最高峰时，“安全区”
内的难民总数可能达到30万人。

在这样的一个严冬，在如此
恐怖的环境下，如何让这几十万
人生存下来无疑是一大难题。所
幸的是，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
设立之初即未雨绸缪，其不避艰
险地“将米一万担，面粉一千袋运
入难民区”，这使得难民生活有了
初步的保障。随着难民人数的不
断增多，“安全区”内的吃、住、取
暖都成为大问题，而在日军的肆
虐之下，“如无外国人挺身而出，
和日本兵抗争，简直什么都不能
搬动，甚至装了米的卡车也不许
通行。”

为此，委员们不都不各司其
职，有的负责找米送米，有的负责
找煤送煤，不辞辛苦，以尽最大可
能保证难民们的基本生活。而另
一边，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而
百般刁难，米煤供应困难重重。
经一系列的艰苦交涉与谈判，日
方才于1937年底答应出让大米
5000袋、面粉10000袋及600吨
煤，但数日后，当委员会会计克鲁
治前往接洽取货时，日方却又借
口须由伪自治委员会主持分配而
拒绝出让以上物品。几经周折，

“安全区”才从日方手里接收大米
2200袋、面粉1000袋，稍解燃眉
之急。为此，委员们也与难民们
同甘共苦，一向吃面包的他们改
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难民一样
喝稀饭，以尽可能节约粮食。

并不安全的“安全区”

城破后的南京，遍地都是炮
火、血迹与废墟。为体现人道与
中立、去除政权色彩，“安全区”内
改悬挂五色旗并以里圈加红十字
图案作为“安全区”徽章。在这个
流血的季节里，也许只有这里，难
民们才能寻觅到一点点的安宁。

但是，“安全区”的安全只是
相对的，在这里，日军同样有着各
种杀戮、强奸、劫掠、纵火等暴
行。12月19日，牧师马吉在家信
中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
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
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
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
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
残暴的事了……日本兵不仅屠杀
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
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
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
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
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
是尸体……”

一些已解除武装并避入“安
全区”的中国士兵，日军同样不肯
放过，其强行闯进“安全区”并将
之集体杀害。目睹此景，牧师费
吴生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说：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
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
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
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
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
命到底啊！”

“安全区”内的强奸事件，更
是层出不穷。国际委员会副总干
事费吴生就表示，“单以金陵大学
职员家庭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
就有关于一百次以上强奸案的详
细记录以及约三百次强奸案的确
实报告。”类似的记载与报告在
《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比比皆是，
日军在强奸妇女时均以武力胁
迫，如有人阻拦反抗，即行凶杀
人。至于其他种种暴行，更是举
不胜举。

在救助难民的过程中，委员
们也经常遭到日军的威胁甚至人
身伤害。如贝德士即被日军士兵
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
在阻止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
打；威尔逊医生也在信中说，自己

“差一点被枪杀了”，其他人如拉
贝、魏特琳等，都无一例外的有
类似遭遇。在这样危险的环境
下，他们仍极其秘密地保护了国
民党军的几名高级将领，如第72
军军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
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
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
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
耀湘被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
的难民营中，这些人后来都被安
全送出南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
了贡献。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声
称已经恢复南京城的秩序，强迫

“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2月18
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
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最后一批难民营于1938年5月关
闭。至此，“安全区”的工作基本
结束。

在“南京大屠杀”这场史无
前例的惨剧中，“安全区”或许是
唯一能让人感到不彻底绝望的
一幕。在不到 4平方公里的范
围里，23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
险默默地反抗着日军的残酷暴
行，最多的时候，他们曾护佑过
近 30万的中国难民，其“勇毅、
大公无私、热诚及不辞赴汤蹈火
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不
愧为南京“活菩萨”、“守护神”的

称号。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
京。从这天开始，南京恍若与世隔绝的人间
地狱，侵略者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屠
杀，30万同胞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也
就在这时，有23名西方侨民自愿留在南京
并主持设立了“南京安全区”（又称“难民
区”），籍此保护了近30万中国人。今年的
12月13日是我国的首个国家公祭日，在祭
奠那些死难同胞的同时，那些曾帮助过中国
人的外国友人也同样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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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居中者
为拉贝。


